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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司法实践中，“执行难”问题长期存在，困扰着我国的民事执行工作。民事执行实施权社会化是破解“执

行难”的创新路径，旨在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执行工作，构建“司法裁判 + 社会实施”的协同治理模

式。基于执行权的公权力属性及社会契约理论，执行实施权的社会化改革具有正当性。当前，我国社会化

实践集中于财产调查、文书送达及财产拍卖等领域，但仍面临主体资质不明、社会化覆盖狭窄、监督救济

机制缺失三重困境。为进一步推进社会化实践，需明确律师及社会执行机构的资质标准，分阶段实现执行

调查权深度社会化与查封扣押等权能社会化，并构建法院监督、当事人监督的监督体系及具体的救济程序，

有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构建现代化执行治理体系，为解决“执行难”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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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long-standing problem of “difficulty in enforcement” has plagued civil execution 
in China.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ower of civil execution offers an innovative path to 
address this issue, aiming to introduce social forces into the enforcement process and establish a col-
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l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 social implementation”. Grounded in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8224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8224
https://www.hanspub.org/


李乐薇 
 

 

DOI: 10.12677/ojls.2026.148224 2 法学 
 

public nature of enforcement power and social contract theory, the socialization reform of implemen-
tation power is justified. Current socialized practices in China focus on areas such as property investi-
gation, service of legal documents, and property auction. However, they face three major dilemmas: 
unclear qualification standards for social actors, limited coverage of socialization, and a lack of super-
vision and remedy mechanisms. To further advance socialized practice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qual-
ification standards for private enforcement individuals, lawyers, and social enforcement agencies; 
gradually achieve deep socialization of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 power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pow-
ers such as seizure and impoundment in phases; and establish a supervision system involving court 
oversight and party supervision, along with specific remedy procedures. These measures will help op-
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judicial resources, build a modern enforcement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
vid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resolving the “difficulty in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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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研究背景 

在我国民事诉讼的学界讨论中，民事执行相关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

司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而言，法律文书的生效并不意味着权益就一定能够得到实现。只有通过强制执

行，才可以使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纸面上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从而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实现，

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2024 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显示，该年全国法院对于执行案件收案 944.5 万件，结案 911.82 万件，

未结执行案件 120.39 万件[1]。“执行难”并非近年来在民事执行实践中突然出现的新问题，而是长期存

在的顽疾；尽管各方已持续努力并多方探索，但该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尽管民事执行工作已取

得一定成效，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仍存在诸多短板与不足。制约执行工作纵深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

未根本消除，切实破解民事“执行难”仍是一项艰巨任务。 
随着我国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执行机构隶属于法院的常识[2]。在这种传统执

行模式下，法院既需承担裁判职能，又需包揽财产查控、文书送达、强制措施实施等事务性工作。这种

法院单一主体进行主导的格局，不仅使胜诉权益兑现陷入僵局，更滋生了选择性执行、消极执行等乱象。

在此背景下，民事执行社会化作为破解困局的创新路径，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执行实施环节，展现出

优化资源配置的潜力。其核心要义在于，在坚持法院主导的前提下，将部分执行权能有条件地授权给社

会主体，形成“司法裁判 + 社会实施”的协同模式。这一改革既涉及执行权的性质界定与权能重构，也

需突破传统司法权运行的单一主体框架，具有理论突破与制度创新的双重价值。 

1.2. 概念界定 

1.2.1. 民事执行权与执行实施权 
民事执行权，又称强制执行权，系指执行机构凭借国家强制力迫使债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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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以实现债权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一项公权力[3]。具体而言，民事执行权是一种由诸多下位权力概念

汇聚而成的集合体，但究竟涵盖了哪些子权力，在我国学界之中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在目前的研究中，

关于权力类型的划分存在多元理论范式，学界存在着二分、三分、四分等不同观点。主张将其二分的学

者认为，民事执行权由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二元构成：前者涵盖财产调查、查封、扣押、冻结等具

体实施性权能；后者则指解决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的裁判性权力。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执行裁决权与

审判权并不相同，执行裁决权仅对非实体权利义务争议作出判断[4]。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执行权包含三

个子权力：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5]，而主张执行权四分的学者在三分说的基础上进一

步细分出执行调查权，形成四权协同的理论模型。但无论是以上哪种学说，对于执行实施权的定义大都

界定为调查、查封、扣押、冻结、拍卖被执行财产等相关事项的权力。在我国司法实践中，2011 年《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1将执行权定义为“人民法院依法采取各类执行

措施以及对执行异议、复议、申诉等事项进行审查的权力，包括执行实施权和执行审查权”，核心包含

执行实施权与执行审查权两大板块。 

1.2.2. 执行实施权社会化 
执行实施权社会化，是指法院通过法定程序将执行实施环节中不涉及实体裁判的事务性工作，委托

或授权给具备专业资质的社会主体完成的制度设计。该项改革实质为执行权配置的重构性调整。民事执

行社会化旨在打破司法机关对执行事务的单一主导格局，通过构建多元化执行主体参与机制，形成司法

机关与社会力量在执行领域的协同共治体系。需要指出的是，执行实施权社会化与市场化存在本质区别，

二者不可混同。执行实施权社会化强调的是执行权行使主体的多元化，将原本由法院独家行使的部分执

行权能转移给社会主体，其核心在于权力配置的开放性与参与主体的多样性。而执行事务的市场化则侧

重于通过竞争机制、招投标、价格信号等经济手段来配置执行资源，其核心在于经济效率逻辑的引入。

若将二者等同，引入了市场机制，社会执行主体可能出于逐利动机而选择性执行、违规执行，甚至与被

执行人形成利益合谋。因此，在推进执行实施权社会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法院的主导地位和司法监督

的底线，从主体资质准入、执业行为规范、监督惩戒机制等方面构建系统的制度对冲方案，确保社会化

改革不偏离司法公正的基本轨道。 
总体来看，执行实施权社会化的制度革新具有双重法治价值：其一，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分担执行任

务，有效纾解司法机关执行负荷，提升执行程序的运行效能；其二，依托多元主体的权力制衡机制，构

建对国家强制执行权的监督网络，从而降低权力滥用风险，实现执行质量的全面优化。 

2. 执行实施权社会化的正当性依据 

在探寻执行实施权社会化的正当性之前，先要明确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定位问题。在整个司法体系当

中，执行权有着其独有的特征，学界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为司法权说，该理论主张执

行权完全归属于一种司法权，其认为民事执行是法院诉讼活动的一部分，将法院的执行权能定义为“司

法执行权”。即司法权构成执行行为正当性的本源，执行权则是审判权得以实现的支撑，完整的司法活

动应当包含审判与执行两个环节。第二种观点是行政权说，此观点强调执行活动在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

范畴。该学说从执行行为的性质出发，指出其具备与行政行为相同的强制性、主动性和层级性等特征。

本质而言，执行行为旨在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第三种观点为独立说，该理论认为

民事执行权具有独立性，兼具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双重特征[6]，是处于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边缘性权力

[7]。除上述三种学说外，还有学者跳出单个部门法的视角，提出执行权在权力形态这一层面具有相对独

 
1https://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34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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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在权力体系层面则从属于行政权或司法权，由二者有机组成的观点[8]。 
无论是将执行权界定为司法权还是行政权，又或是界定为兼具二者的属性，其本质都是一种公权力。

根据社会契约理论中主权在民的观点，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政

府只是主权者的执行者，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政府官员只是一种任用关系，人民可以对其限制、改变

或收回委托给官吏的权力。因此，执行权本归属于债权人，国家基于维护社会秩序、避免私力救济滥用

之目的，将执行权收归统一行使。这种权力让渡并不具有排他性，即债权人既可以将执行权让渡给国家，

也可以在国家法律框架内授权给符合条件的民间主体行使，公权力的委托行使并不改变权力的公共属性。

这为执行权社会化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因此，在特定情境下，国家采用协议让渡、职能委托等方式，将

部分公权力配置予社会力量是具有正当性的，这不仅没有违背社会契约的基本精神，反而有助于实现权

力运行的优化。这一制度安排不仅有助于激发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民主效能，亦能通过权力的社会化行

使，实现更优的权力运行效果。在我国，司法领域中将部分司法权授予给社会主体行使的做法已经存在

多年。例如，民事仲裁制度就是国家将司法权授予给社会主体——仲裁机构，从而更高效、更便捷、更

低成本地解决民事纠纷。此外，仲裁机构在履行国家赋予的公权力职能时，须接受法院的约束与监督。

法院可通过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确保司法权的正确行使。 

3. 我国执行实施权社会化的实践困境 

3.1. 现状 

目前，我国各地法院实践中对于执行实施权社会化情形的规定都各不相同，但相同之处是主要都存

在于财产线索的调查查找、文书的送达、财产的拍卖等环节之中。 

3.1.1. 财产调查社会化 
在司法实践中，被执行人常常采用转移、隐匿财产的手段，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财产调查工作的难度。

与此同时，法院执行局面临着人、物资源有限的困境，却需应对数量庞大的执行案件，这使得执行工作

的推进举步维艰。鉴于此，单纯依赖法院自身力量，已难以有效处理复杂多样的执行案件。因此，各地

法院纷纷引入社会力量，推动财产调查工作的社会化进程，其中律师调查令与悬赏执行两种方式应用最为

广泛。早在 1998 年，上海市长宁区法院便率先开展律师向法院申请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的试点工作。此后，

山东、浙江、北京等多个地区相继跟进，推行这一制度。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2，各地以此为依据陆续出台保障律师

执业权利的实施办法、细则或规定。而在悬赏执行方面，1999 年，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尝试施行民事

执行悬赏制度，浙江、深圳等地法院随后也相继出台相关规定。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

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3正式确认了悬赏执行制度。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执行改革健全解

决执行难长效机制的意见——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纲要(2019—2023)》4又将其进一步完善。 

3.1.2. 文书送达社会化 
送达程序的社会化运行机制，系通过引入社会第三方力量参与司法文书传递工作，以缓解司法机关

人力资源配置压力的创新实践。其中，业务外包作为实现送达社会化的重要路径，指人民法院将司法文

书送达事务以契约形式委托专业社会机构实施，自身则聚焦于送达结果的监督与考核。当前实践中，主

要存在两种典型外包模式：其一，采用市场化招投标机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遴选符合资质条

 
2https://www.spp.gov.cn/flfg/gfwj/201509/t20150921_104855.shtml 
3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37192.html 
4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1630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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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市场主体；其二，与具备专业物流配送能力的邮政速递企业签订专项合作协议。这两种模式均通过

专业化分工，有效剥离司法机关的事务性工作负担，促使司法资源向核心审判执行职能倾斜，显著提升

司法运行效能。 

3.1.3. 财产拍卖社会化 
就整个执行实施权体系而言，拍卖、评估等事项已经实现社会化转型，这一转变得到相关司法解释

的明确规制。早在 200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5，通过三

十六条内容对相关事项的程序与细节作出了初步规定，明确法院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拍卖机构进行评估

与拍卖。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6又具体针对委托的程

序进行规定，且明确了人民法院对委托机构的监督。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

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7明确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可通过委托评估的方式进行。值得关注的是，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8第七条明确规定了可以将网络司

法拍卖的相关辅助性工作依法委托给社会机构或组织开展。 

3.2. 实践困境分析 

3.2.1. 主体资质不明 
目前，执行实施权社会化实践中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体资质不明晰，缺乏统一资质认定体系。

行政事务社会化与执行实施权社会化存在本质区别。诸如家政服务机构、物业管理企业及劳务派遣单位

等市场主体，为一般性行政事务社会化运作提供了资源支撑。相较而言，执行实施权社会化面临着市场

适配难题，难以寻觅到完全契合其特殊需求的专业服务供给方。法院将行政性的事务外包的做法早已存

在，但执行实施权社会化要求将涉及执行的相关事项外包给社会主体，也就是将具有司法性质的事项外

包。在理论层面上，这涉及到执行实施权的配置问题，容易引发质疑和争论；在实践层面上，由于执行

环节决定着当事人权益能否切实实现，这种做法必须慎之又慎。在执行实施权社会化体系尚不成熟的当

下，缺乏一个明确、统一的主体资质准入标准来予以规范。 

3.2.2. 社会化实践覆盖面窄 
如前所述，我国执行实施权社会化实践目前仅局限于财产调查、文书送达、财产拍卖等部分环节，

且现有实践尚不够普遍和成熟，实务界对其重视程度亦有不足[9]。如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进行

了执行事务社会化改革的探索，但对象仅限于辅助事务，不具有直接强制性[10]。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后发现，实践中执行悬赏制度被虚化、难以发挥作用，赋能我国私权利主体参与执行工作有待进一步提

升[11]。然而，执行程序的实施过程较为复杂，涵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具体操作流程。这些程序

作为执行实施的核心构成部分，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其社会化

程度仍显不足。查扣冻划环节之所以缺乏广泛的社会化实践，主要是由于这些权能直接涉及对被执行人

财产的处置，属于执行权的核心范畴，一旦运用不当，极易引发严重的法律纠纷与社会矛盾。因此，如

何将执行实施权中的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权合理配置给社会主体，是深入推行执行实施权社会化所

无法绕开与避免的关键问题，也是学术界对于执行实施权社会化所争论不休的焦点。 

3.2.3. 监督救济机制缺失 
社会主体的执行行为缺乏独立监督程序，现行监督依赖法院内部管理流程，形成“既当运动员又当

 
5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77474c0ccb7222dfb8b60a229a52d9.html?sw%2525253d 
6https://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3474.html 
7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1d4a2af8156ef865082113eeeb3ac1.html 
8https://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43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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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的闭环监督。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法院所受外部监督涵盖人大监督、公众监督以及上级法院监督，

内部监督机制则依托法院内部规章制度与纪检监察机构开展工作。执行实施权社会化的推行，对这一传

统监督管理模式形成了重大挑战。在传统执行流程中，内部监督占据主导地位，违规行为发生时，既需

依据规章制度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法院自身亦需承担相应后果。而在执行实施权社会化背景下，部分

执行权力由社会主体行使，当前却缺乏针对此类主体的有效监督管理机制。 
执行救济可划分为程序性与实体性两类。其中，程序性救济旨在纠正违反法定程序的执行行为，保

障当事人程序权益；实体性执行救济则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基于实体法律关系，请求排除不当强制执行

措施的法律途径[12]。在执行社会化实践中，对于由于错误及不规范执行行为而导致权益受损的执行当事

人而言，目前不管是从程序上还是实体上都缺乏明确且合理有效的救济机制。 

4. 执行实施权社会化的路径建构 

4.1. 明确和规范适当的社会主体资质 

4.1.1. 律师 
律师作为社会化法律服务主体，其参与执行实施权行使具有显著优势：其一，律师职业准入标准要

求从业者系统掌握法律专业知识体系，相较于非专业群体，律师对执行领域的法律规范有着更为深入的

理解与运用能力，从而为执行实施权的有效行使提供专业保障。其二，律师依托律师事务所开展执业活

动，这一组织形态不仅为执行实施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构建起完善的内部规范与监督机制。

其三，律师作为诉讼程序的重要参与者，基于受托代理的诉讼过程，对案件事实、被执行人财产状况形

成深度认知，这种信息优势能够显著提升执行实施工作的效率与精准度。因此初步看来，可以授权律师

负责金钱债权的执行，尤其是在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的案子中[2]。 
在推进律师行使执行实施权的进程中，制度构建是核心环节。可通过局部试点积累实践经验，逐步

形成成熟的运行模式，最终在制度层面确立律师参与执行的合法地位。从权力来源来看，律师执行实施

权本质上是法院的授权行使，这一属性在理论层面解决了权力行使的正当性问题。但在法律层面，仍需

通过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对律师执行实施权进行系统性规制。具体而言，应

明确财产调查令的核发条件、执行律师的资质标准、具体操作流程规范，以及当事人权利救济途径等关

键内容，以此构建完整的制度保障体系。 

4.1.2. 社会执行组织、机构 
从长期发展维度审视，为将优质资源精准配置于执行实施工作，优化执行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合理配

置，进而提升执行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可以尝试建立社会化的执行机构、相关组织。这一构想在我国公

益诉讼判决的执行中已经有所体现，有关社会组织能够根据相关实体法的规定，参与到公益诉讼的执行

实施中来[13]。这一模式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法院内部人力与资源短缺的困境，还可切实达成审执分离的制

度目标。当前司法辅助事务的外包实践得以开展，既得益于制度层面的适度松绑，也源于市场与社会中

存在适配的外包主体。然而若执行实施权也广泛采用外包路径，在现阶段的市场环境下，能够做到专业

适配的外包主体仍较为稀缺。除前文提及的律师参与外，为进一步激活市场与社会资源潜力，应当着力

培育社会化执行力量，逐步推动执行市场的繁荣发展。 

4.2. 建立执行实施权社会化的权能分配方案 

4.2.1. 近期目标：实现执行调查权的深度社会化 
执行调查权，即执行机构对债务人可供强制执行财产状况进行调查的权力[12]。在前文关于执行权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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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探讨中，理论界对执行权的子权力构成尚存分歧。虽然笔者倾向于将执行调查权归属于执行实施权

范畴，但是“四分法”将其单列，足见该权力的特殊性：其一，从权力性质来看，根据 2011 年出台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执行调查与控制、处分、分配等执行措施有

所区分，属于保障性权力，主要发挥辅助与配合功能[14]；其二，其行使不直接指向被执行人实体权利，

即便发生权力滥用，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其三，该权力的行使并不直接涉及被执行人财产处分。鉴于

以上的原因，再加上我国目前执行调查社会化的实践相对来说比较广泛，将执行调查社会化这一举措继

续深入推行、发展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也不会因过于激进导致难以预测的后果，在现阶段比较易于接

受。 
我国目前的社会化实践中多以执行调查的社会化为主，但尚且不够成熟，对于实现深度社会化仍有

一定距离。为实现执行调查权的深度社会化，笔者认为未来必须在相关的强制执行法中对此命题的正当

性予以确认，并明确具体的社会化措施。具体而言，可按照以下程序展开：首先，由于执行法院是国家

的官方机构，其查控系统掌握着大量信息和线索，具备信息量大、筛查快速的优势。因此，为节约执行

工作开展的成本，应当先通过执行法院的查控系统进行最初的搜索和筛查。其次，对于初筛后依然难以

确定、需要调查的财产，可委托给社会个人、组织及律师进行走访、调查与搜集，以减轻执行法院的压

力。为保障社会力量参与执行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需要在法律及相关规定中明确获得执行法院调查令

后即享有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力，参与执行的社会主体有权向当事人收集线索、询问状况，以及向利害相

关人进行调查。因此，被调查的对象具有协助调查的法律义务，如果出现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甚至妨碍

调查的情形，应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明确进行训诫、罚款等具体处罚的规则，通过切实可见的规定对妨

害调查的行为进行威慑与规制。同时，社会主体在调查过程中需记录关键环节，并在程序结束后向法院

提交调查记录及财产情况报告，以确保法院对执行过程的有效监督。 

4.2.2. 远期目标：实现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权能的社会化 
若要在远期实践中推动执行实施权的社会化进程，首先需明确还有哪些权能可以授权给有资质的社

会主体，即授权范围。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解决执行实施权的可分割性问题。执行实施权之所以具有

可分性，源于执行实施权的性质及其功能结构。首先，金钱债权执行案件的标的均指向财产，具体操作

也只涉及事务性事项，所以执行实施权具有同质性、可分性[15]。其次，执行实施权包含调查、控制、处

分、分配等多种权能，不同权能在功能定位、法律效果上存在差异。如财产调查属于信息收集型权能、

查封、扣押、冻结属于控制型权能、划拨、拍卖、变卖属于处分型权能等。这种功能上的差异性为权力的

分层授权提供了可行性。 
在执行实施工作中，目前实践中较为广泛的做法是将财产调查权授予社会主体，从长期来看，还可

以考虑将其他的执行实施权能进行授权，即让社会化主体来进行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具体操作，

以提升执行中对财产进行控制的速度、效率，实现更精准、更及时、更有效的控制。但需明确，执行实施

权中针对行为的执行以及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的采用不可由社会主体进行。原因是，进一步将其他执行

实施权能扩展授权给社会主体进行，本质是为了缓解法院执行资源不足的缺陷，通过引入社会力量的辅

助，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补充和完善。因此，法院在执行工作的开展中必须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掌控

主导权。那么，法院如何授权执行实施权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律师调查令制

度，通过颁发“执行令”的方式对社会主体进行授权。 
执行令作为法院授权社会主体参与执行实施权社会化的法律文书，兼具授权委托书的性质。在形式

上，应包含签发法院、被授权社会主体的基本信息、授权内容、有效期限、保密条款等必要要素，具体要

求可根据实践需求进一步细化。内容上，需明确授权行使的具体权能(查封、扣押、冻结、划拨中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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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项)，以及涉及的财产类型(不动产、动产、存款、收入、财产权等)。法院可建立社会主体备选名册，

通过招投标等方式筛选符合案件需求的社会执行力量。社会主体依照执行令所授予的权限范围开展了相

应的执行工作后，有义务及时向签发法院反馈执行情况，后续执行工作仍由法院执行机构主导推进。 

4.3. 构建监督救济机制 

社会主体行使执行实施权的过程必须接受监督。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构建我国执行实施权社

会化的监督救济机制：第一，法院直接进行监督。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社会主体取得执

行令的权力来源；作为执行令的签发主体，法院当然应对社会主体的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具体而言，可

通过为社会主体配备执法记录仪、要求其及时提交书面执行情况报告等方式，实现对社会执行主体的事

中、事后监督；第二，执行当事人进行监督。执行当事人是执行工作最直接指向的对象，在执行实施权

社会化的探索中，其合法权利也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因此，执行当事人有权对社会主体的执行行为进

行监督，如果对执行行为存在异议或认为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合法权益的，有权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异议

或向法院起诉；第三，对不当、违法执行行为的救济。针对社会执行主体已经发生的程序性违法行为，

应当设置较为完善的救济程序。当社会主体的执行行为存在瑕疵并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时，作为救济，

当事人有权向法院提出执行中的程序性异议。经法院认定，异议所涉及的执行行为如果确实存在不当或

者违法情形，应当依法追究其责任。当违法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当事人权益时，执行当事人也可以向法

院提起诉讼予以救济。除上述依法承担民事、刑事责任外，对个人，还可以采取实施吊销职业资格证书、

取消执行员资质等惩戒措施。对社会执行组织机构，可以依法采取吊销营业执照等手段[16]。 

5. 结语 

执行实施权社会化作为破解“执行难”问题的创新路径，通过将事务性执行工作交由社会力量承担，

既突破了法院单一主体的资源局限，又通过专业化分工提升了执行效率，同时以司法监督确保程序正义。

执行实施权社会化的终极目标，是构建“司法主导、市场协同、社会参与”的现代化执行治理体系。这

不仅需要解决当前的执行效率问题，更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司法公信力。展望未来，随着立法完善与

技术赋能，执行社会化有望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成果，为全球范围内的执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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